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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依赖国联是国民政府处理 “九· 一八” 事变的主要外交政策。 蒋介石在这一政策形

成过程中确实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但并非是他个人决策的产物 , 而是以国民政府党政要员早已

形成的共识为基础。而从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对日政策来看 , 它是 “九·

一八” 事变以前对日政策发展的必然产物。如从国民政府与国联的关系来看 , “九· 一八” 事变以

前所形成的总想利用国联这一外交途径处理中国与外国军事冲实的决策倾向 , 是 “九·一八” 事

变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形成的前提。

　　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是指国民政府在处理 “九

· 一八” 事变过程中形成并实施的对日政策。 其内

容是将日本侵华事件诉诸国际联盟 ,静待其裁判 ,并

拒绝中日两国之间就事件的解决问题进行直接交

涉。它与 “不抵抗主义” 政策相呼应 , 是国民政府

处理 “九· 一八”事变的两大基本政策。“不抵抗主

义” 政策是军事方面的 , 学术界对其研究较多 ; 对

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 , 学术界研究较少 , 近年有人

对国民政府坚持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原因作了静态

考察
①

, 本文拟对其形成作些动态分析。

一

关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 , 董显光著 《蒋

总统传》 中说 , “当此之时 , 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立即以武力对付日本之挑衅 , 这自然是极度艰

险之路 ; 二是采取延缓的措施 , 藉外力压迫日本从

东北撤退。此第二途径曾利用于民国十年 ( 1921)山

东的僵局。由于日本在东北之举动出于关东军之自

发 , 显然未与其东京之日本首相协商者 , 故我国采

取第二途径 , 未必完全无望。于是蒋总统决计再度

利用国际的干涉”② , 于是便有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

产生。 据此 , 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似乎完全是蒋介

石决定的 , 是蒋介石个人考虑的结果。这与史实有

较大出入。

根据有关资料 , 最早提出依赖国联处理 “九·

一八”事变的不是蒋介石。事变发生的次日早晨 ,张

学良召顾维钧、 汤尔和、 戢翼翘、 于学忠、 张学铭

等人商量对策。 会上 , 他们提出了两种处理事变的

办法:即直接与日本交涉的办法和依赖国联的办法。

主张直接交涉的代表人物是戢翼翘 , 他提出 “派人

直接和他们交涉 ,责他们侵略 ,要他们提出条件 ,决

定是和是战”③ ; 主张依靠国联的代表人物是张学

良 ,他认为直接交涉将无效果 , 不如依靠国联
④
。无

独有偶 , 南京中央政府接到事变的报告后 , 于 19日

晚 8时召开国民党中执委常务委员会议 , 也提出了

依赖国联处理事变的办法。这次会议的主席是戴季

陶 , 陈立夫、 邵元冲、 吴稚晖、 陈布雷等要人均与

会。据参加会议的邵元冲记载: “会议中众意对外仍

采诉之国际联盟 , 请其主持公道”
⑤
。这表明依赖国

联来处理事变是参加会议的党政要员的共识。另据

这次会议的记录 , 会议同时决定 “电令驻外代表向

国际间宣布”
⑥
。同日 , 外交部向国民政府驻国联代

表施肇基发出指令 ,明确指出: “中国政府已向日本

政府紧急严重抗议 , 现在日军尚无立即退出占领区

域之意态 , 中国政府请求国际联合会 , 立即并有效

的依照盟约条款 , 取适当措置 , 使日本退出占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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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 保持东亚和平 , 中国政府决定服从国际联合会

关于此事所为之任何决定”⑦。 20日是星期天 , 21日

施肇基即向国联秘书长发出照会 , 指出 “本代表奉

本国政府训令 , 请行政院根据第十一条所赋与之权

力 ,立采步骤 ,阻止情势扩大而危害各国间之和平 ,

并恢复事前原状 , 决定中国应得赔偿之性质与数

额”
⑧
。这一照会被视为中国政府向国联申诉的法律

依据
⑨

, 同时也表明国民政府已将依赖国联的外交

政策付诸实施。应当特别指出的是 , 从向国联申诉

需要一定的时间做准备工作和前后时间顺序的情况

看 , 施肇基向国联申诉的行为只能是根据前述外交

部 19日的指令进行的。上述情况说明 ,从事变发生

到 21日蒋介石回南京前止 ,国民政府已有不少要员

主张以依赖国联作为处理 “九· 一八” 事变的外交

政策 , 并已着手实施。

那么 , 蒋介石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形成的关系

如何呢?

蒋介石是在 19日接到由上海发出的电报才知

道日军发动事变消息的。 19日晚 8时召开的国民党

中执委常务委员会议作出决定 ,“由常务委员电请蒋

主席回京”10。常务委员吴稚晖、 于右任、 戴季陶等

于该日亥时发出电报 , 请蒋 “即日返京 , 以便共议

方策”11。同时 ,蒋亦有电致张学良云 , “日以我军有

拆毁铁路之计划 , 其藉口如此 , 请向外宣传时 , 对

此应力辟之”
12

,未提其它对日政策方针问题。20日 ,

蒋回电南京国民党中央 ,仅表示 “已即刻回京”
13
。这

些文献都无只字片言涉及依赖国联外交政策问题。

这表明蒋介石回南京前并未指示将依赖国联作为处

理事变的外交方略。 21日下午 2时 , 蒋抵南京 , 即

时召开会议 , 商讨对日政策。在这次会上 , 蒋介石

才第一次提出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史料记载: “蒋

主席主张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 , 先行提出国际联盟

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 , 以此时惟有诉诸公理也”
14
。

次日上午 , 蒋介石在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发表讲

话 , 将依赖国联的政策公之于众 , 并作出论述说:

“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 ,先以公理对强权 , 以和

平对野蛮 , 忍痛含愤 , 暂取逆来顺受态度 , 以待国

际公理之判断” ; 国联盟约和非战公约 , “皆各国为

确保世界和平而订定。 余敢信凡国际联合会之参加

国及非战公约之签字国 ,对于日本破坏条约之暴行 ,

必有适当之裁判”15。上述事实可以证明 , 蒋介石回

南京后 , 支持并确认了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 , 并公

开作出阐述 , 表明他对国联或非战公约组织将予日

本以制裁充满信心。有了蒋介石的这种态度 , 依赖

国联处置 “九· 一八” 事变的对外政策得到了更加

坚定的实施。对国内 , 国民政府于 23日第一次就

“九·一八” 事变发表 《告全国国民书》 , 内称: “国

际联合会之设立 , 本为防止战争 , 且谋合各国群力 ,

以防止侵略”。 “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

行政会 ,以待公理之解决 ,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 ,

对日避免冲突 , 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 , 务必维持严

肃镇静之态度” , “断不容以任何意气情感 , 摇动中

央所决定之方策与步骤 , 以影响一致救国之决

心”16。这表明国民政府实施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之

决心十分坚定。 在国联 , 中国代表施肇基语气坚决

地表明国民政府的立场。他指出 , “中国一大部分领

土已在日本军事占领之下 , 是该国已于交涉之方法

以外谋解决 ,吾人安能再与之进行直接交涉”? 国联

应依盟约规定程序解决中日问题 ,除此而外 , “非复

可以斟酌办理之”17。这样 , 国民政府依赖国联的外

交政策呈现出不可动摇的态势。由此可见 , 依赖国

联的外交政策一经蒋介石确认和支持 , 成为更为稳

定的政策 , 他在这一政策的形成中具有极其重要的

作用。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国民政府依赖国联

外交政策并不是蒋介石个人考虑的结果 , 尽管蒋介

石在这一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

但它的形成有着国民政府党政要员所形成的共识为

基础 , 而从整体上看 , 它在形成过程中也没有出现

太大的分歧和阻碍。

二

“九· 一八”事变发生后 ,国民政府党政要员迅

速作出依赖国联处理事变的决策 , 并立即实施 , 仿

佛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 这是否表明国民政府早在

事变之前就已有筹备呢? 也就是说 , 依赖国际力量

来抑制日本是否就是国民政府早已确定的外交政策

呢? 要解答这一问题 , 还必须从 “九· 一八” 事变

之前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中寻找答案。

众所周知 , 南京政府建立后 , 蒋介石曾出访日

本 , 要求日本政府支持中国国民党的北伐统一 , 但

日本方面为维护其所谓在 “满蒙” 的权益 , 出兵山

东 , 干涉国民政府的北伐 ,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济

南惨案”。 “济案” 虽经中日双方直接交涉 , 以日本

撤兵结案 , 但中日关系因 “济案” 所形成的阴霾并

未随之而消失。 尤其是随后日本对 “东北易帜” 的

阻挠 , 更加暴露了日本强硬推行 “满蒙政策” 的图

谋。 这些不能不影响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国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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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事实上也开始以一种警觉和谨慎的态度来考虑中

日关系问题 , 如 1929年 4月制定的 《中华民国国防

计划纲领草案》 ,就将日本列为第一假想敌国。草案

中指出: “由外交之现势 , 地理之地位、历史之事迹

而判断 ,将来与我发生战争公算较多之豫想敌国 ,首

为陆、 海相接而有满蒙问题、 山东问题及其他多数

利害冲突之日本” ;并认为最有可能发生战事的地方

是山东 , 因为对日本来说 , “占领山东 , 其直接为图

在华北之势力 , 而间接则为巩固其经营满蒙之政

策”18。这说明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从侵华阴谋及中日

矛盾的严重性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如何应付这种危

险呢? 国民政府认为 , 在政治上因美国与日本存在

利益冲突 , 应当 “遇事与之声援” ; 同时又指出 ,

“预想某国将加侵略于我时 ,应运用外交手腕 , 以联

结其他各国之盟好 , 使其孤立”
19
。这里的 “预想某

国” 显系指日本 , 所要联结的国家当是与日本有利

益冲突的欧美国家。正是在此种前提下 , 国民政府

的对日政策有两项基本内容: 一是发展与欧美国家

的关系 , 间接地来抑制日本 ; 二是尽量避免中日矛

盾的激化。

就第一项内容来说 , 国民政府追随美国加入非

战公约 ,聘请欧美国家的有关人员为国民政府顾问 ,

改善与国联的关系等等。欧美国家在 1928年以后也

加强了对国民政府的支持 , 如同意国民政府实行

“关税自主” , 积极干预与国民政府有关的 “中东路

问题”。美国还为国民政府提供救灾的美麦贷款。国

联则在拉西曼的计划下 ,在公路建设、公共教育、农

业、 文官制度改革、 建立农业合作社等方面向国民

政府提供帮助。国民政府与欧美国家的关系处于稳

步发展之中。 就第二项内容而言 , 国民政府在 “济

案” 以后 , 对日本总采取消极态度。 外交部长王正

廷说 , 对 “济案” 的遗留问题 , “俟其觉悟再与之交

涉”
20
。对中日间的关税问题 , 王也主张 “以不了了

之”21 , 对当时中外关系中的法权问题王正廷则明确

指出 “交涉重心 , 厥在英、 美、 法三国 , 本部奋斗

之力 , 亦集中于此”
22
。这表明国民政府外交部竭力

避免与日本就敏感问题进行交涉 , 尤其是不采取积

极主动的姿态改善中日关系。不仅外交部是这样 ,国

民政府的一些要员亦有此种心理。如蒋介石在纪念

“济南惨案” 一周年时就说 , 对日本 , “我们所有吞

敌的气概 ,非到最后关头 ,是不能有一点流露的”23。

这话尽管还包含着其它动机 ,但对日退避之意甚著。

又如对国民政府决策行为有重大影响力的戴季陶 ,

甚至在 “九·一八” 事变前夕仍认为: “对日总以不

问不闻为唯一无二之好主义 , 若至于国家存亡有关

时 , 则以死拼之”24。如果我们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

的两项内容的实施情况作一番比较 , 则不难发现 ,

“九· 一八”事变发生前 ,联合欧美抑制日本就已成

为一项稳定的外交政策。 这一政策在东北贯彻得最

为明显 , 张学良积极把美国势力引入东北。 1931年

春 ,东北当局向美措款 1000万银元修筑铁路 ,后又

与美商签订了建造奉天飞机工厂的协定和商谈了建

造汽车装配厂的事宜 , 还与荷兰一家公司签订借款

2000万美元以修建葫芦岛港的协定。而对日本 , 据

张学良的要员戢翼翘说 , “易帜” 以后 , 张学良 “把

对日外交全交中央 ,有问题向中央推” , 而碰到不能

推的问题就拖25。

综上所述 , 国民政府鉴于中日关系的状况 , 早

在 “九· 一八” 事变前就在对日政策中整体上形成

了一种以欧美抑制日本的政策倾向。这种倾向使得

中日之间一旦有较大冲突就很容易请求欧美国家干

预。值得注意的是 , 1931年 9月 10日 , 外交部曾向

新闻界表示 , 准备将中村事件真相及 “日方企图满

蒙特殊权利事实 , 相机向国际宣布”26。在这里 , 国

民政府虽然未提出向国联申诉 , 但希望国际干预中

日纠纷问题的意愿已露端倪。 因此 , 从外交政策的

发展来看 , “九· 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迅速确

立并实施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 , 不能不说是其长期

以来实行的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对日政策的必然产

物。也就是说 , “九· 一八”事变以前国民政府以欧

美抑制日本的政策是 “九·一八” 事变后依赖国联

外交政策形成的前提。有了这一前提 , 也就很容易

形成国民政府党政要员在决策时的共识 , 从而使依

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

三

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是请国联主持公道 , 国联

是国民政府要依赖的对象。那么 , 国民政府在 “九

·一八” 事变以前与国联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国

民政府与国联之间的这种关系在依赖国联外交政策

的形成中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中国是国联的创始会员国之一 , 在国民党北伐

统一告成之前 , 北京政府仍然是国联承认的中国的

合法政府 ,南京政府与国联没有多少往来关系。“济

南惨案” 发生后 , 国民政府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问题 , 所有外交途径均列入考虑之中 , 它包括与日

本直接交涉、通过美、英等大国对日本施加影响等 ,

也包括通过国联使事件获得公正解决。 当时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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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席谭延 曾致函国联秘书长 , 要求国联对

“济案” 干预、 调查、 公断。函称: “余兹特请执事

注意: 现在日本侵略行动 , 实已侵犯中国领土与独

立 , 而危害国际和平 ; 应请执事依照国际联盟规约

第十一条第二项 , 即行召集理事会会议。 余亟盼国

际联盟知照日本 , 停止日军暴行 , 并立即撤回山东

军队。 国民政府深信我方理直 , 对于此次事件之最

后处决 , 愿承诺国际调查或国际公断之适当方

法”27。这是国民政府首次向国联申诉。尽管为推动

国联作出公断 , 国民政府也想了不少办法 , 但由于

国联尚未承认国民政府 , 结果无功而终。 这表明国

民政府当时就试图通过国联来处理外交事务 , 其所

反映的是弱国在受到强国欺凌时希望国际组织主持

公道的良好愿望。 它可视为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

政策的起源。

国联对 “济案” 不能主持公道 , 曾一度引起国

民政府有关人员不满 , 因之而对国联评价不高。蔡

元培、吴稚晖主编的一本小册子中曾说 , “欧洲化之

国际联盟于欧洲以外之国际问题 , 盖绝无设法处决

之能力” , “联盟之和平事业 , 以不许破坏现局为要

义” , 维持强国的既得利益28。还有人指出 , “至于东

亚事件 , 该会又以牵及列强利权 , 不愿与闻” , “丧

失其维持世界和平机关之性质”29。何应钦对国联更

无好感 , 认为国联 “实为帝国主义用以欺骗宰割弱

小民族之工具”
30
。应该说 , 这些认识较为客观。尽

管如此 , 国民政府在遇到与外国的武装冲突时仍然

希望请求国联及有关条约组织主持公道。 在距 “济

案” 仅一年多时间的 “中东路事件” 中 , 国民政府

第二次试图通过国联来解决中苏冲突问题。当时的

情况是 , 中国方面接收中东路后 , 苏联军队越过边

境 , 中苏军事冲突发生。国民政府外交部门对此事

的处理 , 除通过中国驻德大使蒋作宾借助德国政府

保持与苏联的间接接触外 , “两次通告非战公约各

国 , 声明我国本和平素旨 , 遵行公约 , 随时准备与

苏联直接谈判 , 并为提出国际联盟之准备”31。所谓

“为提出国际联盟之准备” , 即是准备通过国联干涉

来解决中苏冲突。1929年 9月 19日 ,外交部正式通

知蒋作宾作好请国联干涉的准备 , 然后等待国民政

府或国民党最高机关下令实施。 11月 , 由于苏军大

举进攻中国军队 ,外交部 25日电令蒋作宾 “依据十

一、 十七两条 (指国联盟约第十一、 十七条——引

者注 )提出国际联盟”32。蒋作宾受令后于 26、 27两

日积极赶办有关事务 , 国民政府通过国联解决中苏

军事冲突的策略大有付诸实施之势。后来 ,由于英、

日反对国联干预 “中东路事件” 和苏联一再声称拒

绝第三者插手中东路问题 , 国民政府请求国联干预

中苏冲突的举措才未被实施。

上述两个未被国联接受的国民政府要求国联干

预中国与外国军事冲突的事例说明 , “九· 一八”事

变之前 , 国联就是国民政府在处理中外冲突事务中

很想利用的途径 , 而且并不因为人们对国联评价较

低而放弃。这为 “九·一八” 事变以后国民政府依

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提供了决策倾向上的前提。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决策倾向呢? 首先 , 国民政

府不能以军事力量进行抗击 , 战而图存 ; 而屈辱求

和又为其所不愿 , 因而总想于和战之外去寻求解决

问题的途径。而国联恰好适合了国民政府这一需求。

“九· 一八”事变后 ,戴季陶有一番话可以作此注脚。

他说: “昔时因无国际组织 ,各国间亦无相互遵守之

公约 , 故对于外国之侵略 , 只有和战两途 , 现在世

界既有国际组织 , 有国际公约 , 则当然于和战两者

之外 , 有正当之第三途径”
33
。其次 , 国联是英、 法

操纵的外交工具。按蒋介石的看法 , 英、美、日、 苏

等国 , “在东方 , 或者在中国 , 其冲突均随时可以发

生。他们的利害 ,无一时不相冲突”34。既然如此 ,处

在矛盾冲突中的中国在与其中某国发生冲突时 , 就

可以借助第三国来与对方抗衡。国民政府请求国联

干预 “济案” 与 “中东路事件” , 无非是要借英法来

抑制日本和苏联。正是因为上述两个原因 , 国民政

府一再求助于国联。 也正是因为如此 , 国民政府在

1929年以后大力发展与国联的关系 ,开始交纳积欠

很久的会费 , 聘用国联官员担任国民政府顾问 , 积

极参加国联的会议和活动 , 与国联建立技术合作关

系 , 并在国联开展竞选非常任委员席位的活动 , 通

过这样一些措施来密切与国联的关系。 国民政府在

国联展开的一些外交活动也确实收到了成效 , 王宠

惠、 吴稚晖、 刘瑞恒等被邀担任国联有关机构的委

员 , 国民政府所要求的技术合作也得到批准 , 中国

在 1931年成为国联行政院非常任委员。到 “九· 一

八” 事变发生前 , 中国已与国联建立了非常密切的

关系。这种密切的关系为 “九·一八” 事变后依赖

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上述内容说明 , “九·一八” 事变以前 , 国民政

府就已形成请求国联处理中国与外国军事冲实的决

策倾向 , 这种倾向不仅是 “九·一八” 事变以后依

赖国联外交政策形成的决策前提 , 而且还推动国民

政府发展与国联的关系 , 为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

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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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关于 “九· 一八” 事变的申诉不像关于 “济

南惨案” 和 “中东路事件” 的申诉那样在国联受到

冷遇 , 而是受到较为积极而认真的重视。 国联在接

到中国的申诉后 , 很快受理 , 并将中国代表的照会

转致各会员国。国联行政院也在收到中国的申诉照

会后的次日 ( 9月 22日 )就开始讨论中日纠纷问题 ,

并很快形成决议草案。 该决议草案在英、 美、 法等

大国支持下于 9月 30日通过。其内容除要求日本将

军队迅速撤至铁路区内之外 , 还授权国联行政院必

要时再行召集会议 , 继续就中日问题进行讨论。 10

月 3日 , 日本继续向通辽、 锦州进行军事侵略 , 国

民政府根据情况要求国联行政院提前召开会议。国

联行政院接受中国的要求 , 比原计划提前 1天 (原

定 10月 14日开会 ) 开会 , 并在美国支持下 , 于 10

月 24日通过了较前更为强硬的决议 ,要求日本在限

期内完成撤兵。这一系列行动说明国联很想在调解

中日矛盾中发挥积极作用。 而国联的这种较为积极

姿态对国民政府执行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一

些正面影响。在国联 9月 30日决议作出后 ,国民政

府立即按照决议 , 多次发布约束人民抗日行动、 保

护日侨生命财产的命令。蒋介石也发表讲话表达对

国联的信任。尤其是在 10月 24日的决议形成后 ,蒋

介石更是称赞不已 , 认为它是 “国联第一步精神的

表现” ,待以时日 ,“一定有第二步的精神表现”35。言

辞之间 , 不仅包含着推动国联进一步采取抑制事态

发展的动机 , 也体现了他对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的

信心更为坚定。尤其是美国表示支持国联采取行动

之后 ,国民政府中支持推行依赖国联政策的人更多。

因此 , 国联在有关大国支持下对 “九·一八” 事变

采取较为积极的姿态 , 使依赖国联成为国民政府更

为稳定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 , 国联在国民政府依

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和稳定中也起到了重要作

用。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到: 国民政府依

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从动态上来看 , 它是 “九·

一八” 事变前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对日政策发展的必

然产物。同样地 , 正是由于采取以欧美抑制日本的

对日政策 , 国民政府在 “九·一八” 事变前即形成

了利用国联处理中国与外国军事冲突的决策倾向。

这种倾向推动中国与国联建立了密切关系 , 从而为

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形成奠定了一定基础。而国联

在 “九·一八” 事变后采取的较为积极的姿态 , 也

在这一政策的形成和稳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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